
葛兰言、 中国思想与人类学： 巴黎对谈

编者按　 ２０２５年 ６月，应法兰西公学院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ｉｒｅ ｄ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和巴黎东方语
言文明学院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ｅｔ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之邀，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访问了巴
黎并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前主任德斯科拉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教授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谈。此次活
动于 ６月 １２日在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杜梅齐尔讲堂举办，主题为 “葛兰言与中国人类学”，先由王铭铭发言，

后由德斯科拉回应，两者都为此次活动准备了文字稿，内容涉及法国汉学前辈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１８８４—
１９４０年）的学术贡献及葛氏笔下的中国思想对当下本体论人类学的重要启迪。

葛兰言、宇宙政体与动态的本体论

王铭铭

　 　 德斯科拉教授将中国这个民族志区域纳入理论人类学的世界版图，这令身处中国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心怀
感激。然而，并非所有同行都接受其将东方与类比主义 （ａｎａｌｏｇｉｓｍ）画上等号的做法。

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们有此矛盾心理，我觉得不难理解。

中国幅员辽阔，其广袤程度与整个欧洲相当。当代中国拥有 ３４个省级行政区、众多地方性区域、丰富多
彩的民间文化，以及 ５５个官方识别的少数民族。而其纷繁的生计模式———狩猎与采集、游牧、农耕、工业、
商业等，以及本土宗教与世界宗教之间各种杂糅形态，又使其多样性愈发错综复杂。

在德斯科拉的代表作 《超越自然与文化》中，阐述了一种包含泛灵论、图腾论、类比论和自然论等四个

（也可以转化为二十四个）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的类型学。如果说这对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们大有裨益，
那么，在我看来，个中原因主要是，该类型学所囊括的所有类型，都能在中国找到例证，类比论并不是中国

唯一的本体论。

我们不妨举例一二。

首先，关于泛灵论 （ａｎｉｍｉｓｍ）。凌纯声是马塞尔·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和保罗·李维 （Ｐａｕｌ Ｒｉｖｅｔ）的
学生，他在 １９２０年代末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中展开田野工作，并在 １９３４年出版了一本民族志，在书中他指
出，赫哲人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萨满教区域的边缘地带，信奉以泛灵论为核心的萨满教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①

凌纯声还提到，这种萨满式的泛灵论，也为中国许多其他民族所信仰和实践，这些民族包括北方的部分蒙古

族和回族，以及南方的倮罗 （彝族）、苗族、瑶族和畲族。②

其次，关于自然论。西学传入中国之初，人们曾借用一个古老的儒家词汇 “格致”来称呼它。“格致”

意指 “即物而穷其理”。在许多人看来，这一译法本身就证明了前现代中国早已存在科学自然主义。即便我

们不认同这种有些许攀附之嫌的看法，也必须承认，自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正
统，而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它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特质，它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将矛头对准了一切

“迷信”，而这正是泛灵论、图腾论和类比论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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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１４ １１５、１１６ 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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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是这样一个拥有各种本体论的大国，我们便理应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从众多类型中择取其一

以代表中国文明时，我们又该如何说明做此选择的意图？

于我，这个问题本无大碍。为了论辩，我们不妨接受德斯科拉的选择。如前述，我视其为中国人类学的

一大幸事，并且，我深信，要使作为民族志区域的中国在理论人类学里占据一定地位，在承认本体论多样性

的前提下，做这样的选择起码暂时有其必要性。

所谓的 “关于中国的人类学”①，是指一种主张，它认定，尽管中国内有种种令人迷惑的 “分支”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外有种种悬而未决的定义之争，我们仍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意义的人类学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

其中并无玄机，它纯属一种 “地方化策略”，学者们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希望它能促使我们将

我们在某一地方观察到的独特区域性特征带到 “无地方”（ｎｏｎｐｌａｃｅｓ）中，以期能提炼出一种与普遍性相关
的启发。

对中国展开类比主义构想，是契合这一策略的。

德斯科拉指出，类比主义范式源自中国②，而率先发现这一范式的，正是我们今天在其曾执教的法国东

方语言文明学院所纪念的、伟大的马塞尔·葛兰言③。

现在，就让我们追随德斯科拉的脚步，一同步入马塞尔·葛兰言笔下的华夏世界之 “屋”，以寻求启迪。

作为一体性的类比

如德斯科拉注意到的，葛兰言在他 １９３４年出版的 《中国思想》（Ｌａ Ｐｅｎｓé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中言道，古代中国

人在生活与思想中，几乎从不将社会、人类与世界割裂开来，他们构筑起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其所凭

借的，“唯有类比之法”。④

葛兰言的 “类比”概念源于中国的 “思想生态”：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存续与繁衍，根本上依赖于另

一性别 （及其社群）以及其他事物⑤，所谓 “类比”，似乎与先史时期人对人与非人的他者之依赖紧密相关。

葛兰言深知，中国思想是后来渐渐从其所处的生境中生长而来的，到我们今天称之为 “轴心时代”的阶段，

它才最终转化成阴阳、五行、方位、节律等明确界定的观念。这些观念之间的区分与相互影响，被视为宇宙

间万物和谐共生 （ｃｏｎｖｉｖｉａｌｉｔｙ）之本。
而对这整个体系之构成，先于葛兰言、曾就 “中国的宗教体系”发表过大量著述的高延 （Ｊ Ｊ Ｍ ｄｅ

Ｇｒｏｏｔ）给予过关注，他称，有某种 “一体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ｓｔｅ）藏在多样性背后，等待我们去发现。高延认为，
倘若我们将儒、释、道理解为 “多”，那么，在这些系统背后还有一个相通的系统。而对葛兰言而论，同一个

道理可以用来解释 “百家争鸣”的 “多”与华夏宇宙论的 “一”。如葛兰言坚信的，“百家”不过是某种深

层一体性的表层显现。在这 “多”出现之前，一体性早已占据了主导，并为古人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行动与

知识之框架。

鉴于一体性与类比主义在本质上异曲同工，德斯科拉书中的一段论述便显得尤为切题：

这是一种同一化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模式，它将宇宙间的森罗万象，剖分为无数的本质、形式与实体，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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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可以 （正如我所做的那样）将 “中国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几种与中国相关的人类学，包括：“在中国的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可涵盖任何区域性的人类学研究）、“汉语人类学”（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指以中文进行言说与书写的人类学），
以及 “汉学人类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主要指人类学与中国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牞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牞 Ｖｏｌ １３９牞 ２００５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牞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牗 ｅｄ 牘 牞 Ｏｘｆｏｒｄ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６牞 ｐ １４６
在近期一篇题为 《马塞尔·葛兰言 （１８８４—１９４０）》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 （１８８４—１９４０）］的文章中，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 （Ｒéｍｉ
Ｍａｔｈｉｅｕ）对葛兰言的著述做出了精彩的介绍 （Ｒéｍｉ Ｍａｔｈｉｅｕ牞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 牗 １８８４—１９４０牘 牞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 Ｖｏｌ １牞 ２０２０牞 ｐｐ ２５３－２７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牞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牶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３牞 ｐ ２０６
此处所谓 “其他事物”，不仅涵盖了动物与植物，也囊括了它们得以化育生长的天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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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仅以毫厘之差相区隔，有时更被置于等级井然的谱系之上。如此一来，这原初的对照体系便得以重组，化为

一张绵密的类比之网，将体系内万千殊相的内在特质彼此联结，贯通为一。①

此种一体性主要关乎 “物理性”（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ｔｉｅｓ）。于此，我们再次引述德斯科拉的话：
凡 “物”皆承天地之化生，自天地流溢而成：天由 “气” （ｂｒｅａｄｔｈ）所主宰，地则以 “精” （ｅｓｓｅｎｃｅｓ）

养之。是以，每一种 “性”（ｎａｔｕｒｅ）皆由水火木金土诸异质元素调和配比而成，其谐偏有度。②

倘若上述观点已然明晰，那么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指出：“物”的概念，是关乎世界及其万般变化的理论

之核心构成。承袭葛兰言的原本思路，我们可以说，阴与阳是事物之中流变的本质，它们不仅是天地之法则，

更是宇宙间生命力有效作用之所在。

至于五行，它们指的是基本物质元素，即世界组成诸部分具有的相异 “物理内在性”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或 “性”（ｎａｔｕｒｅｓ）。“物理内在性”或 “性”的概念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在德斯科拉的论著里，

为了讨论关系，先区分了 “物理性”与 “内在性”。这是可以理解的，要在现代西学里讨论问题，不进行这

样的逻辑区分似乎是很困难的。但这也有问题，它与德斯科拉想要反思的二元对立主义藕断丝连，给人留下

一个印象，似乎物质是外在的，精神是内在的。这种看法相当现代，显然有别于我们在中国思想里看到的深

层的 “物理内在性”观念。

另外，有必要指出，五行是彼此相互作用的，不是相互独立的 “本体”，这些相互作用被界定为 “生”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或 “克”（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③，此二者相互有别，但往往也同时作用。
而使其关系变得愈加复杂的是，“性”或五行，又通过色彩、方位、季节、星辰、地支、天干、四方神

兽等的 “互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而被进一步具象化，最终构成了 “万象”。

这理论之所以可被称为类比主义，或许正因它不仅被用以描绘天文地理，而且同样也被用于描述人体。

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编纂的 《黄帝内经》，书中明示：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④

总而言之，无论宇宙还是身体，其内部都蕴含着 “物理内在性”。它们以自身的方式运行，循环往复地

引发其内部诸要素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从而为变化的绵延不绝注入动力。

圣王与宇宙政体

类比主义并非东方所独有，它同样见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古代墨西哥，以及法国非洲学家

马塞尔·格里奥勒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ｉａｕｌｅ）所研究的西非。当把这些亚类型当成变体呈现时，德斯科拉对其彼此间
的差异洞若观火。然而，正如萨林斯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在其为 《超越自然与文化》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指

出的，德斯科拉采纳了一种 “新哥白尼式”（ｎｅｏ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ａｎ）的世界观，并决意 “围绕”（ｒｅｖｏｌｖｅ）“他者的
世界”（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ｏｒｌｄｓ）旋转。⑤ 换言之，德斯科拉并不以在选定的一对范例之间，构建某种反身性的自
我—他者二元对立格局为己任。

与之相反，深入审视 “他者”，恰是葛兰言矢志要完成的使命。

在他 １９２９年出版的 《中国文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中，葛兰言写道，在他看来，“唯有不将西方的国
家观念引入其中，我们才可能着手探讨中国的政治史”；而在研究中国社会史时，“我们必须将自身从那种因

对罗马世界抱持狭隘崇拜而深植于脑海的 ‘法’（Ｌａｗ）的观念中解放出来”。⑥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他重构了中国社会那 “非—法权”（ｎｏｎＬｅｇａｌ）的本相及其变化。⑦ 而在该书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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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牞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牶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３牞 ｐ ２０１牞 ｐ ２０７
其相生之理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其相克之理则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Ａｎｏｎ牞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牞 Ｚｈｕ Ｍｉｎｇ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１牞 ｐ 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牞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牞  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牗 ｅｄ 牘 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牶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３牞 ｐ ｘｉｉｉ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牞 １９５７牞 ｐ ６
在葛兰言看来，古代中国的礼仪风尚与 “在世存在”（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观念，其根源在于那些原初的能量流转渠道———即婚姻
盟约、阴阳交合的宇宙效应，以及生、长、收、藏的四时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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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了赋予 “非国家”（ｎｏｎＳｔａｔｅ）以样式，葛兰言围绕 “天命”的演进，勾勒出了上古政治史的阶段

性特征。他对司马迁 《史记》前六章的创造性诠释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 “宇宙政体”这一概念②，提供了绝

佳的范例。

据葛兰言，“三皇”伏羲、女娲与神农已然在天地之间发挥其功用。前两位是一对夫妻，人首兽尾，交

缠为一，他们不仅创制了婚嫁与馈赠之礼，更发明了规与矩，用以绘制方圆，以规划世界。第三位则是牛首

之神，他发明了犁具，并传授了农耕之法。

其后的 “五帝”延续了创制器物与典章的功业，例如黄帝发明了冶金与兵器，舜发明了瓷器，尧则发明

了占星术。然而，他们的角色远不止于发明家与发现者。每一位帝王，自身便是五行之一的化身；他是宇宙

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是非整全的，其与前后相继的帝王之间的关系，正是依据相生 ／相克之理而展开的。③ 因
此，每一位帝王都被视为某一类型的完美实现，这个类型便是一种兼具了道德与自然双重维度的 “德”

（Ｖｉｒｔｕｅ）。④

继而便是夏、商、周三代王朝。每个王朝的权力都源于一种 “德”，此 “德”会历经一个鼎盛 （“盛”

或 “成”）的时期，而后式微 （“衰”），再经短暂的复兴 （“兴”），最终耗尽而消亡 （“灭”）。⑤ 君王之

德来自对天命的顺承，而暴君所特有的骄纵，则会将其败坏殆尽。⑥

同样的盛衰循环规律，贯穿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朝，而至司马迁着手撰写 《史记》之时，历史重新

启动。

葛兰言如此总结中国早期历史的兴替转折：

王朝兴起，鼎盛，衰亡，湮灭。史书将同样的因，归结于同样的果。“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

暴，则民鄙夭……仁寿鄙夭，虽本于天，而君实制其命”。君王权力，乃承于天：史书在评估诸王与王朝的成

败时，精确评定其统治之权。其职责，便是审度其 “德”。其审度，建立于无可争议的原则之上，故而全然客

观：评判与解释在此交汇，盖因历史既为道德哲学，亦为自然哲学。它致力于在接续的循环中，记录下那些无

可避免的重演。它所知的，唯有典型的英雄与程式化的事件。归根结底，它只需关注一位人物：那便是君主，

是那位 “独一无二之人”（Ｕｎｉｑｕｅ Ｍａｎ），其 “德”在特定历史时刻极具典型性。历史与一部配有各类插图的

历书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并无二致。同样，我们亦可说，历史本身，便诞生于对历法的推演。⑦

这些人物，如三皇、五帝、王、天子与诸侯，都属于君王。用萨林斯的话说，他们是 “元人”

（ｍｅｔａｐｅｒｓｏｎｓ）⑧，是宇宙政体中的神癨，为宇宙社会 （ｃｏｓ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里形形色色的人—物 （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ｉｎｇｓ）
注入力量，并将其统摄为一。他们每一位，皆由两具身体构成。但这两具身体，都很难用凡人之躯或不朽之

身来理解，它们既是完整的微观世界，又是世界不完整局部。如凡人之躯，王的其中一具身体，由万类物种

（无论人与非人）的精华所构成，而其另一具身体，不是凡人所可以有的，这一非凡之躯是实现某一特定之

“德”的途径，此 “德”融贯道德与自然。这具身体立于变化不息的连续之中，既是世界诸元素与历史诸阶

段中某一 “效应”的原因，也是其结果。⑨

既然一切历史皆与宇宙论相关，那么君主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便与他在世界中的位置相呼应———此

位置，由五行之一、以及特定时空之 “德”所界定。五行之属，既关乎方位，也对应时节，其交替运行，则

由历法来预测和印证。

在此，容我补充一点：诚如葛兰言所阐明的，君王竭力依照历法行事，但他并不执掌历法；执掌历法并

融会史学与星占学的，是另一些 “独一无二之人”，如司马迁———葛兰言的理论正是源于其著作 《史记》。其

行事之道，几乎与弗雷德里克·凯克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Ｋｅｃｋ）笔下的 “哨兵”（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无异。这些 “独一无二之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⑨

此乃他对爱德华·沙畹 （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所译之中国首部系统性史学著作的社会学式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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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⑥⑦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牞 １９５７牞 ｐｐ １０－１１牞 ｐ １３牞 ｐ １４牞 ｐ １５牞 ｐ ４７
正因如此，君王才被认为生而肩负着责任，既关乎人与万物之兴盛，亦关乎天灾人祸之发生。



葛兰言、宇宙政体与动态的本体论

人”，乃是 “身处社会边缘之生灵，他们在此洞察未来凶险之先兆”①，并专司 “铭记过往之征候，以应对未

来之灾祸”②。通常，他们正是通过审视王的两具身体来达成此目的。

自孔子至汉代董仲舒，从圣人视角来构想王权，持续得到实践。在此视角下，君王被视为联结天、地、

人的 “三才”的枢纽。③ 循此而论，他的两具身体，便可被理解为一种联结者的两个面向：它们既是完整的

凡俗微观世界，又是那作为宏观世界之非凡部分的独特存在。④

葛兰言、莫斯与本体论共在

在葛兰言动笔之前，得益于高延的宏富著述，中国思想在西方学界已备受瞩目。在法国学界，它出现于

涂尔干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与莫斯的 《原始分类》之中，并被描述为一种传统知识或 “民族科学” （ｅｔｈｎ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及古希腊人的相似体系相比较。其后，它又出现在吕西安·列
维布留尔 （Ｌｕｃｉｅｎ ＬｅｖｙＢｒｕｈｌ）的 《原始思维》中，被视为 “前逻辑的神秘互渗”的一个典型案例。

葛兰言既精通沙畹的汉学，又熟稔原始社会民族学。在其著作中，我们既不难发现沙畹的法译本 《史

记》的回响，也能隐约看见关于分类、献祭、礼物以及形态的季节性变异的法国理论的影子。然而，葛兰言

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另辟出一条蹊径。

倘若说，大多数法国民族学家是围绕着作为 “他者”的原始社会而 “旋转”，那么葛兰言所做的工作则

是凝视，他凝视的是作为 “另一个文明”的华夏世界。葛兰言认为，正是这种文明，将一种 “比欧洲更为完

整，且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抽象的 ‘德’”赋予其权力权威，并使此权力权威在时空中逐渐延展，最终构成了

“帝国之一统，将华夏之疆界与宇宙之界限合二为一”。⑤

当他以 “另一个文明”的视野进行考察时，葛兰言是否意在构想一种新的秩序，以反思被中国第一代现

代知识分子形容成欧洲 “新战国”的那个局面？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葛兰言的解读下，地理范

围广阔的华夏，已相当于莫斯力图引入社会学研究的那些 “国际性的、超国族性的”实体。⑥

对于葛兰言 “于中国疆域内谈论 ‘中华文明’”的提法，莫斯深表赞同。⑦ 然而，在莫斯看来，文明现象

多数不属于这种情况，它们多 “与为某一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相对立”，他自己更感兴趣的，是 “那些为

多个彼此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现象”。⑧ 因此，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那些通过同源关

系以及他所谓的 “长期接触”和 “持久中介”而形成的 “超社会现象”；投向了技术、神话、器物、思想与

文化形式以超社会性 （ｈｙｐｅｒｓｏｃｉａｌ）方式流动而跨越不同社会或国族的地理疆界之过程。
在近期探讨中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 《中间圈》《超社会体系》《人文生境》等书中，我一直尝试结合葛兰

言与莫斯对文明的不同看法。

在此，请容我稍作阐明。

我曾在东南与西南的 “边疆”地带，进行过民族志与历史研究。从华夏世界的 “核心” （ｃｏｒｅ）看来，
这两片民族志区域，正属于华夏世界与 “山海之外的蛮夷”之间的 “边疆”地带。沿着这样的 “中间圈”，

人们不难发现，在城镇、庙宇乃至书院中，常可见圣人之德的在地显现，这些空间常以 “四方 ／四时之枢”
为原则加以规划，成为时空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人们也很容易看到，在这些地理带中，思想、信仰、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Ｋｅｃｋ牞 Ｈｏｗ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ｏｄｅｒｎｓ Ｔｈｉｎｋ牶 Ｔｈｅ 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 Ｆａｍｉｌｙ牞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ｓ牞 Ｐａｒｉｓ牶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牞 ２０２３牞 ｐ ４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Ｋｅｃｋ牞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牶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Ｖｉｒｕｓｅｓ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５牞 ｐ １２７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 ９页。
当代中国的新儒家往往将目光局限于 “德”的道德层面，而忽略了其 “自然”的维度。他们熟知 “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的典故，但他们尚未意识到，对于引述此典以阐发其 “治乱”之说的孟子而言，另外两个更早的传说同样至关重要：大禹与周公之

所以能成为圣人，乃因其平定天下，安宁百姓，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平治洪水、安抚四夷、驱逐猛兽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牞 １９５７牞 ｐｐ １１－１２
⑦⑧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牞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牞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牗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０牘 牞 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牞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牞 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牗 ｅｄ 牘 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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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乃至整套生活方式非凡活跃地流通着，它们沿着这些地理带不断延展，起着跨越疆界的作用。

置身于中间圈，我有机会重新参与到 （ｒ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那些蕴涵本体论实质的诸文明共在与互动的历史
中。这些共在与互动的文明，应该不全是类比主义式的。以东南的泉州为例，在其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 （１０
至 １４世纪），这些文明便包括了道教、儒教、印度教、佛教、耶稣会思想、伊斯兰教与摩尼教，这些 “教”，

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各有不同，其差异甚至往往被这些 “大传统”夸大。然而，在同一片土地上，还存在着

种种 “民间传统”（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学者们易于选择从泛灵论或图腾论角度探入这些 “民间传统”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内里。对此，我并不反

对，但我认为有必要看到，无论是高延还是葛兰言，都没有简单采取这些看法。

高延认为，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礼仪经典，而葛兰言则反之，视其为新石器时代生活与思想传统在流变

中的延续。① 高、葛二人对文化史采取截然相反的看法，但对所谓 “民间小传统”所蕴藏的化合 “大传统”

的潜能，他们有着高度的共识，并且，二者在揭示 “民间小传统”的这一潜能时，都暗示了类比主义的关键

作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因为他们被各种共在的 “大传统”潜移默化了？我没有答案，我只能猜

想：兴许葛兰言是对的，他指出，类比主义思想源于史前。

文明之间的区别，被认为在中间圈的接触中制约着共在与互动。“大传统”对此极尽渲染，但这些区别

终究是相对的。在很大程度上，中间圈正是葛兰言所重新界定的 “一体性”的蕴藏之地。１９５０年代，葛兰言
的学生之一、伟大的法国藏学家石泰安 （Ｒｏｌｆ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ｔｅｉｎ），曾深入探究汉藏走廊的古代部族。在其著述中，
他深刻揭示了汉藏文明在这片中间圈的共通基础。葛兰言本人，在他于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中国古代

的节庆与歌谣》中就已指出：我们不仅能在 《诗经》这样的经典中找到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同样也能在边

疆———即西南中国与东南亚———鲜活的习俗中觅得其影。葛兰言这种引边远以探幽古的研究路径，与一个世

纪后萨林斯的路径并无二致，后者正是借助丹科夫斯基 （Ｄéｂｏｒａｈ Ｄａｎｏｗｓｋｉ）与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Ｖｉｖｅｒｏｓ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所描述的亚马逊泛灵论的 “边疆”研究，来构建其宇宙政体理论的。②

现代与原始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那些曾被 “大传统”长期斥为 “蛮夷”（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之物事，实为思想

生态的根本；而 “大传统”自身，正是从此生态中孕育、升华而来的。这便将我们引回两个问题：其一，是

中国人类学家们长期面对的 “一与多”“微观与宏观”之争；其二，便是涂尔干、莫斯与列维布留尔坚持将
一切前现代归于同一个范畴的做法。

关于前者，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确曾不止一次地在 “微观的社区民族志”③ 与 “宏观的宇宙论社会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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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斐利民）所评论的：“这些汉学家中，一位 （在其成熟时期的著述中）认为，仅凭经典

传统便足以解释一切；而另一位则认为，只要能穿透那同一传统名义下的文辞迷障与刻意曲解，我们便能触及一个本源，所有中国

的宗教现象最终都导源于此”［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牞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牞 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牗 ｅｄ 牘 牞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牶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７９牞 ｐ ３６４］。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Ｖｉｖｅｉｒｏｓ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ａｎｄ Ｄéｂｏｒａｈ Ｄａｎｏｗｓｋｉ牞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７
在吴文藻的引领下，并得益于马林诺夫斯基 （Ｂｒｏｎｉｓ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布·马林诺夫斯基：《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
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 １３ １９页）与拉德克里夫布朗 （Ａｌｆｒｅ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 （拉得克里夫·布
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吴文藻编译，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

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０２ ３１０页）的鼓励———而非罗伯特·帕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Ｐａｒｋ，旧译 “派克”）

（派克：《论中国》，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第 １７ ２１页）的支持———
自 １９３０年代起，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人类学与社会学先驱，将伦敦学派的现代民族志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熔于一炉，开创
了 “社区研究法”（王铭铭：《吴文藻与 “中国化”》，《人类学在中国：从过去寻找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年，第 ２７ ４６
页）。循此方法，他们完成了一系列聚焦于乡村的社区研究。

“当我们研究原始社会时，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然而，一旦转向复杂社会，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的研究工具是如此善

于处理小尺度的对象，以至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那庞大到难以把握的整体中，切割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社会区域”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牞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牞 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牗 ｅｄ 牘 牞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牶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７９牞 ｐ ３８３］。深感此种 “人类学谬误”（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ｌｌａｃｙ）之痛切，弗里德曼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间，竭力探寻出路。



葛兰言、宇宙政体与动态的本体论

之间摇摆；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以类比观之，微观与宏观本就是一体之两面。倘若此间需要一种辩证的再

想象，那么，葛兰言对于中国政体、社会与思想的渊博学识，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上的策励。

在德斯科拉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世界万物的普遍分割，乃是基于一个由毫厘之差构成的尺度；由此孕育出一种希望：将这些略有差异的元

素，织入一张由意蕴深长的亲和与吸引构成的网络，从而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表象。①

德斯科拉这句关乎类比主义摇摆动态的话，深刻揭示了一种 “精神分裂”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恕我直
言。这种 “精神分裂”源于将部落式的 “环节”与现代式的 “团结”混为一谈的习惯；而此种习惯，以及它

衍生出来的混淆，正长久地困扰着我们的许多同仁。

关于后者，请容我略陈数点。

将中国思想归入 “原始”之列，对我的同胞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自晚清以来，我们的一些学者 （如

康有为、梁启超）坚持认为，前现代中国至少是 “半文明的”（ｓｅｍｉ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另一些学者 （如章太炎）

则力主摒弃 “文明”这一观念，以图破除西方帝国主义那一体两面的使命与阴谋。无论是否使用 “文明”这

一概念，在许多人看来，用原始分类或原始心智来谈论中国传统，都无异于贬损我们的文化。

然而，这种屈辱的感受或许源于反应过激。一方面，无论是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还是他们的门
人，都未曾将我们的文化视为纯粹的原始，也无人将现代文明与美好生活画上等号。另一方面，鉴于自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的人文学者多将人世之乱及 “天道”之毁归咎于西方现代性，那么，被归为 “原

始”之一隅，似乎也并非一件太坏的事。至少在天人关系的意义上，“原始”作为一个隐喻性的范畴，囊括

了各种多样的本体论与宇宙观，其中蕴含着不同的 “在世存在”之道，以及 “好用来思考”的 “野性思维”，

这些都能够为我们处理天人断裂问题提供思想资源。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现代史家认为，葛兰言对中华文明 “传说”起源的发掘过于民俗化，这与他们刚从

西方学来的理性主义社会学和新史学背道而驰。一些人对葛兰言的批判如此严厉，以至于他的中国学生杨

不得不写下一篇或许篇幅过长的述评文章作为回应。② 我们无须再为杨的回应增添笔墨，只需说：我们必须

向马塞尔·葛兰言致敬，因他将我们的过往融成了一套理论。

葛兰言的著述或许已经过时，对于某些人而言或许过于古奥———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在其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于法兰西学院讲授的 “民族学的未来”课程中所批判的，这些人总是急于将

我们自身的文化不断推离其过往，以使其能不断贴近西方。③ 然而，我却乐在其中，并发现它格外新颖且极具

启发性，是对那朝向 “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人文科学的卓越贡献。我向来深信，葛兰言从我们先祖知识宝库

中重新带回的、那种历法般的历史与季节般的轮替周期，必须被重新确立为一种宇宙政治学，用以矫正人类

中心的累积式时间的内卷。

结语

作为结语，我首先想说，我一直很钦佩汲?，他将如此众多的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巨著译为中文，我也

一直很钦佩凯克，他在关注着当今世界的各种危机之同时不忘为列维布留尔家族撰写了一部 “思想族谱”。

我从未有过此等建树。即便是对我所崇敬的葛兰言，我也仅能依赖 “二手材料”进行措辞简陋的论述。在前

文中，我所呈现的，只是关于他的一些极不全面的思考。为此，我必须感谢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给了我

这个机会来畅言这些不成熟的看法。

接着，我还想补充几处我更集中地论述过葛兰言之伟大的地方。

在 《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何故少有追随者？》一文中，我曾慨叹葛兰言的追随者太少。我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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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牞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牶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３牞 ｐ ２０２
杨：《葛兰言研究导论》，《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１０７ 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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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是伟大的学者，我们理应公允地评价其成就。①

在为汲?与梁永佳主编的特刊所撰写的文章 《后记：从关系主义角度看……》中，我借助葛兰言思想，

构想了一种 “关系主义的”人类学。②

五年前，在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 “马塞尔·葛兰言的思想世界”会议上，我于主

题演讲中谈道：法国的欧亚研究，包括莫斯与路易·杜蒙 （Ｌｏｕｉｓ Ｄｕｍｏｎｔ）对印度的研究、亨利·于贝尔
（Ｈｅｎｒｉ Ｈｕｂｅｒｔ）对闪米特人的研究、葛兰言对中国的研究、乔治·杜梅齐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ｕｍｅｚｉｌ）对罗马世界
的研究、以及路易·热尔内 （Ｌｏｕｉｓ Ｇｅｒｎｅｔ）对古希腊的研究等等，实际上构成了人类学的另一条脉络。它有
别于与之平行的吕西安·列维布留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 “原始主义”（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ｓｍ）的线索，并可被定义为
“比较欧亚文明研究”。该文一年后以 《把握文明共同体的生命脉搏》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期刊 《南方文物》，

作为 “欧亚文明”系列特刊的开栏语。③

此外，在接受两位英国同仁的访谈时，我也大量谈及葛兰言。④ 我试图说明的是，有些 “局外人”比

“局内人”更能洞察 “中国的独特性”，而在我们构建或重塑自身 “知识体系”的努力中，最好能向他们

学习。

［作者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葛兰言、类比主义与 “自然”人类学

［法］菲利普·德斯科拉

　 　 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王铭铭教授，谢谢您对我的研究的关注和点评。我今天没有准备严谨的讲稿，便
借这个机会，就您刚才的发言，即兴分享一些想法。其实多年以来，我非常有幸，能与众多中国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探讨我的工作，每次交流都让我获益良多。这其中，有我在剑桥的朋友罗界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Ｌｌｏｙｄ）和人
类学家周越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ｕ），有伦敦的王斯福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法国汉学家范华
（Ｐａｔｒｉｃｅ Ｆａｖａ），他常年在中国，我们偶尔在巴黎见面。

因此，我十分清楚我所提出的论点所引发的影响，即我称之为 “类比主义”（ａｎａｌｏｇｉｓｍ）的本体论体制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其绝佳范例便是古典中国。我常常会斟酌究竟该用哪个词来定义这一文明：是 “古典中

国”（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传统中国”（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还是 “非现代中国”（ｎ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同时，我
也十分认同您所提及的另一个事实，即在这片广袤的政治体内，聚集着无数多样的群体，比如您刚才提到的

赫哲族。正如您所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有 ５５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我对其中的一些民族的民
族志文献相对熟悉。此外，我之前在巴黎带过的一位博士生，陈晋，他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云南纳人的萨满

歌谣，这篇论文是由我的同事兼挚友、北京大学的纳人研究权威专家蔡华先生与我共同指导的。

其次，我也深知中国内部的民族多样性。三年前，我有幸受邀前往台湾的 “中央研究院”，邀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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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何故少有追随者？》，《民族学刊》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牞 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牶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牞  ｃＡｒｇｏ牶 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 Ｓｏｃｉａｌｅ牞 ８牞 ２０１８牞
ｐｐ １４９－１６６
王铭铭：《把握文明共同体的生命脉搏：〈南方文物〉“华夏与欧亚诸文明”开栏语》，《南方文物》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牞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牞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牞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牞 ８３ 牗 ４ 牘 牞
２０１０牞 ｐｐ ８９７－９２５


